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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基于２０１３—２０２１年３０个省份的面板数据对我国数字经济发展与区域碳排放的内在关联进
行研究，发现：数字经济发展对区域碳排放存在抑制效应，并且在稳健性检验与异质性检验后该结

论依然成立。从资源配置效率视角综合考虑经济效率与生态效率，利用 ＳＢＭ模型 ＧＭＬ指数法构
建中介变量，结果显示提升资源配置效率是数字经济发展抑制碳排放的潜在机制之一。考虑到区域

数字经济发展状况各异，采用面板双门槛模型对样本数据进行差异性研究，结果表明：在数字经济发

展水平相对落后但能源禀赋较为优越的中西部地区，数字经济发展对碳排放的抑制效果更加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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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改革开放４０多年来，我国经济飞速发展，

人民整体生活水平大幅提升，但经济发展初期

以高污染、高能耗为代价的经济增长方式偏离

了可持续发展理念。作为碳排放大国，中国在

巴黎协定中提出“３０６０”双碳目标，以期推动构

建可持续发展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基于此背

景，中国政府多次强调以绿色创新为核心驱动

高质量发展，这明确预示着中国未来的经济发

展将加速迈向绿色与低碳。

为深入推进党的十九大提出的供给侧结构

性改革，国内多个省市以全要素生产率作为衡

量经济发展效率的重要指标［１］，坚持质量和效

率优先，逐步实施推动经济转型的政策。然而，

在推动绿色发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内

在要求下，如何平衡经济发展和生态环境成为

一个新问题。

《中国数字经济发展白皮书２０２０》［２］指出，

截至２０２０年，中国数字经济规模已达３９．２万

亿元，数字经济贡献了超过３８％的国民生产总

值，且增速大幅领先总体 ＧＤＰ。这说明高速发

展的数字经济已成为当下我国经济增长的新动

能和新支点［３］。与此同时，数字技术衍生的互

联网生态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为绿色循环经

济注入了持续的活力、创新力和竞争力。

在追求高质量发展的过程中，数字经济的

发展为实现“双碳”目标提供了重要动力，数字

经济发展是否有助于促进区域碳排放的减少？

在数字经济日益兴盛、经济发展质量日趋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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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情形下，数字经济助力实现“双碳”目标的潜

在机制如何？在我国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之

间数字经济发展存在巨大差异的客观事实下，

数字经济在促进区域碳排放减少的过程中是否

存在门槛效应？针对这些问题，本文拟利用

２０１３—２０２１年３０个省份的省级面板数据检验

数字经济发展对碳排放的抑制作用，并通过机

制分析为数字经济发展促进资源配置优化，进

而助力实现“双碳”目标提供有力支撑。

　　一、文献综述与研究假设

　　近年来，数字经济的发展引起了学术界的

广泛关注，学者们探讨了数字经济发展的经济

效益，发现并验证了其在区域创新、产业结构转

型和经济增长等方面存在正向推动作用［４］。然

而，当前侧重于数字经济环境效益，尤其针对

“双碳”目标的研究还相对较少，因此，综合考

虑数字经济发展的经济效益和环境效益显得愈

发重要。

在数字经济驱动高质量发展的背景下，本

文采取荆文君等［５］提出的从微观、中观、宏观三

个层面研究数字经济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思

考框架分析现有研究成果。

在微观层面上，企业的数字化转型有助于

改善人力资本结构，增强企业的技术创新能

力［６］，企业通过数字技术实现生产和管理方式

的精细化与智能化，同时，数字技术的应用和数

据要素的投入提高了企业的资源配置效率，使

其在相同产出条件下能够实现更低的成本投

入，最终获得降本增效的结果［７］。这表明，一方

面，企业在环保投入上拥有了更大的资源空间，

从而激励企业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与环境责

任；另一方面，在数字经济的推动下，电子商务等

新兴产业持续展现出明显的规模经济效应和范

围经济效应，部分领军企业衍生出“马太效应”，

汇聚了行业内更多的优质资源，构筑起坚实的竞

争壁垒［８］。“马太效应”引起的竞争态势，有利

于促进行业规范的确立和完善，这不仅为行业

在承担环境责任方面树立了典范，同时也减轻

了政府在环保层面对企业和行业的监督压力，

推动了行业的健康可持续发展。

在中观层面上，数字经济融合互联网、大数

据、区块链等技术，从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

两个渠道推动实现了产业转型和升级［９］。

Ａ．Ｇｏｌｄｆａｒｂ等［１０］研究发现，数字经济中区块链

等技术的发展降低了检索、复制、传输、跟踪和

验证成本，数字技术的应用有利于增加市场透

明度，并通过削弱信息的不对称性来完善价格

匹配机制。基于价格匹配机制的市场会逐渐淘

汰具有竞争劣势的企业和行业，即淘汰低效率、

高成本和高污染的企业或行业，进而形成环境

效益更为友好的发展格局［１１］。同时，数字技术

驱动的交易平台确保了畅通的舆论反馈机制，

极大地提升了资本市场对相关企业和行业的社

会监督效率。综合前述分析，数字经济的发展

促进了市场的充分竞争，有效减少了资本市场

的资源错配，进而筛选出环境效益更为突出的

企业和行业，实现了抑制碳排放的目的。

在宏观层面上，王宏鸣等［１２］引入数据作为

新的投入要素，揭示了数字经济的发展如何加

速区域研发资本流动、减少创新要素错配［１３］。

周晓辉等［１４］和刘维林等［１５］则更关注数字经济

的绿色价值，从要素配置效率的角度探讨了数

字经济如何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产生积极影

响，并深入分析了数字经济与高质量发展之间

的正向关系。此外，伴随着数字科技的渗透与

数据资源的流通，区域劳动力的资源配置效率

也获得了显著提升［１６］。这些研究都表明数字

经济在推动创新、优化资源配置和促进绿色发

展方面具有重要作用。

数字技术与传统产业的深度融合加速实现

了生产自动化与智能化，进而提高设备的能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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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率，降低生产过程中的碳排放。此外，传统产

业通过数据驱动决策、数字化供应链管理提升

传统企业供应链的透明度和协同效率，加快了要

素结构调整，促进了能源节约和碳减排［１７］。

关于数字经济与碳排放之间作用机制的研

究成果较为丰富，其中产业结构、能源结构、环

境规制、技术创新一直是研究的热点，但资源配

置效率的传导路径等还未受到应有的关注。结

合前文论述，数字经济发展过程中往往伴随着

资源配置的优化，本文在参考游达明等［１８］和张

子珍等［１９］的研究基础上，为规避投入和产出项

的单位影响，并全面考虑所有非效率的因素，采

用松弛测度的非径向 －非角度 ＳＢＭ（Ｓｌａｃｋｓ

ＢａｓｅｄＭｅａｓｕｒｅ）模型［２０］和ＧＭＬ（ＧｌｏｂａｌＭａｌｍｑｕｉｓｔ

Ｌｕｅｎｂｅｒｇｅｒ）指数［２１］计算资源配置效率指标，并

将资源配置效率纳入数字经济影响碳排放的机

制研究。综上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１：数字经济发展对碳排放存在显著

抑制作用。

假设２：优化资源配置是数字经济影响碳

排放的潜在传导机制之一。

学界关于数字经济对碳排放影响异质性的

研究成果颇丰，研究视角多集中于时间和空间

两个维度。在时间维度方面，缪陆军等［２２］、金

飞等［２３］的研究验证了数字经济对碳排放存在

显著的先促进后抑制的倒“Ｕ”型非线性特征，

且该效应在不同区域间存在显著的差异性，即

数字经济同样存在空间维度的异质性。有研究

者从空间维度具体分析了数字经济的发展态

势，并指出数字经济的发展格局从“多点式”零

星分布向“组团式”聚集形态转变［２４］。考虑到

我国数字经济发展水平表现出东部高中西部低

的特征，数字经济对碳排放的影响效应是否同

步呈现相似的结果引起了不同学者的关注。一

部分学者认为数字经济对碳排放的抑制效应在

中西部地区与碳排放强度较高的地区表现更为

明显［２５］，另一部分学者则认为东部地区的数字

经济对碳排放的负向边际效应更强［２６］。根据

不同区域的数字经济发展面临着巨大分异的客

观状况，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３：数字经济发展对碳排放的抑制作

用存在门槛效应。

　　二、模型构建与变量说明

　　１．模型构建

本文利用２０１３—２０２１年３０个省份的省级

面板数据验证数字经济对碳排放的影响效应，

设定基准模型如下：

Ｃｅｉｔ＝α０＋α１Ｄｉｇｅｉｔ＋α２Ｘｉｔ＋μｉ＋ｖｔ＋εｉｔ ①
其中，ｉ代表地区，ｔ代表年份，Ｃｅｉｔ代表碳排放

（千万吨），Ｄｉｇｅｉｔ代表数字经济发展水平，Ｘｉｔ代

表控制变量，μｉ为区域固定效应，ｖｔ为时间固

定效应，εｉｔ为随机干扰项。参照王立猛等
［２７］、

王勇等［２８］对碳排放的研究，本文控制变量的选

取基于经典ＳＴＩＲＰＡＴ模型，其有效揭示了经济

驱动因素与环境变化之间的关系，所选控制变

量涉及区域人口规模、城镇化水平、产业发展结

构、对外开放程度、政府关注度 ５个维度。此

外，本文通过对变量取对数的形式以缓解异方

差与变量间量纲差距的问题。

为检验资源配置效率对数字经济的传导作

用，本文基于ＳＢＭ－ＧＭＬ方法测算资源配置效

率并将其作为中介变量。另外，参照温忠麟

等［２９］的研究构建了三阶段中介效应模型，其中

Ｅｒａｉｔ代表资源配置效率，公式如下：

Ｅｒａｉｔ＝β０＋β１Ｄｉｇｅｉｔ＋β２Ｘｉｔ＋μｉ＋ｖｔ＋εｉｔ ②
Ｃｅｉｔ＝γ０＋γ１Ｄｉｇｅｉｔ＋γ２Ｅｒａｉｔ＋

γ３Ｘｉｔ＋μｉ＋ｖｔ＋εｉｔ ③
为比较不同的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对碳排放

抑制效果的差异，本文利用面板双门槛效应模

型对样本数据进行研究，构建模型如下：

Ｃｅｉｔ＝δ０Ｘｉｔ＋δ１ＤｉｇｅｉｔＩ（Ｄｉｇｅｉｔ＜θ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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δ２ＤｉｇｅｉｔＩ（θ１≤Ｄｉｇｅｉｔ≤θ２）＋

δ３ＤｉｇｅｉｔＩ（θ２＜Ｄｉｇｅｉｔ）＋μｉ＋ｖｔ＋εｉｔ ④
其中，Ｉ（·）为示性函数，θ１＜θ２。

２．变量说明

（１）数字经济发展指数评价体系构建

关于数字经济概念的界定，从狭义层面上

来看，生产与消费过程中涉及数字技术应用与

数据要素驱动的产品或服务均属于数字经济的

范畴。从广义视角上来说，数字经济是将数据

作为关键要素，引导资源的配置优化与再生，推

动生产力发展的经济形态［３０］。

结合相关学者的观点与本文的研究主题，

对数字经济作如下界定：以数据为核心驱动要

素，依靠网络通信基础设施，应用数字技术助力

资源配置优化、引导产业融合创新发展，持续提

升经济社会治理数字化、智能化水平的新型经

济发展模式。

针对省级层面数字经济发展指数的测算，

本文在借鉴赵涛等［３１］、万晓榆等［３２］研究的基

础上，从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两个维度出

发，选取数字用户基础、数字产业融合发展、数

字创新活力和数字普惠金融［３３］４个层面构建指

标体系并采用熵值法计算数字经济发展指数，

具体指标体系见表１。

（２）中介变量测度

本文基于全局参比的数据包络分析框架，

利用非径向ＳＢＭ模型并结合ＧＭＬ指数计算包

含非期望产出的投入产出效率值，进而实现对

资源配置效率的测度，变量选取包括劳动力

（万人）、固定资产（亿元）、能源（万吨），期望产

出为ＧＤＰ（亿元），非期望产出变量为工业二氧

化硫（万吨）、废水（万吨）、一般工业废弃物（万

吨），其中固定资产估算参照张军等［３４］的方法

以２０００年为物质资本存量基期。因为ＧＭＬ指

数为全局环比数据，所以本文设定基期的资源

表１　数字经济发展指数评价体系

一级
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
属性

数字用
户基础

互联网与移
动通信基础

每百人互联网用户数／人 ＋
每百人移动电话数／部 ＋

数字产
业融合

数字产业化

人均电信业务量／万元 ＋
软件服务收入／万元 ＋
软件产品收入／万元 ＋

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
从业人员占比／％ ＋

产业数字化

快递总量／万件 ＋
活跃电商的企业数／个 ＋
电子商务交易总额／亿元 ＋

数字创
新活力

综合科技
发展水平

国内专利申请授权数量／项 ＋

高等教
育资源

每十万人高等
学校平均在校生数／人 ＋

数字普
惠金融

覆盖广度 数字普惠金融覆盖广度指数 ＋
覆盖深度 数字普惠金融覆盖深度指数 ＋
数字化程度 数字普惠金融数字化程度指数 ＋

配置效率为１，将各年度的 ＧＭＬ值累乘，最终

获得各城市的年份资源配置效率值。使用的测

算软件为Ｄｅａｒｕｎ３．１。

３．控制变量选择

参照已有研究，在保证有限内生性与多重

共线性的基础上，本文选择如下控制变量：人口

规模（千万人），以区域年末人口总数来表示；

城镇化水平，以非农业人口占比表示；产业结

构，以第三产业产值与第二产业产值比表示；对

外开放程度，以外商直接投资水平表示（外商

直接投资水平 ＝外商直接投资（万元）／ＧＤＰ

（亿元）／１００００）；政府关注度，以地方财政支出

占比表示。

４．数据来源

鉴于数据可得性，本文选取３０个省（不包

括港、澳、台、西藏）２０１３—２０２１年的面板数据

为样本，其中碳排放数据来源于中国碳核算数

据库（ＣＥＡＤｓ）。控制变量和数字经济指标的

相关数据主要来源于国家统计局、《中国城市

统计年鉴》《中国环境统计年鉴》和中经网数据

·９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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库。部分缺失数据采用线性插补法补齐。主要

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见表２。

　　三、实证结果和分析

　　１．基准回归

本文首先考察数字经济发展是否对区域的

碳排放存在抑制作用，基准回归结果见表 ３。

由表３可知，核心解释变量对碳排放量的回归

结果均显著为负，以（３）列的回归结果为例，数

表２　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

变量 观测数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被解释变量 ｌｎＣｅ ２７０ ３．１８４ ０．９３０ －１．６９８ ５．１３６
核心解释变量 ｌｎＤｉｇｅ ２７０ －１．９６８ ０．８５４ －３．４２５－０．０７４

控制变量

ｌｎｐｏｐｕ ２７０ １．３０４ ０．７４１ －０．５６０ ２．５４０
ｌｎｕｒ ２７０ －０．５１３ ０．１８２ －０．９７１－０．１１０
ｌｎｉｓ ２７０ ０．２６１ ０．３６３ －０．４０７ １．６５７
ｌｎｇｏｖｅｒｎ ２７０ －１．４１１ ０．３８１ －２．２５４－０．２８３
ｌｎｆｄｉ ２７０ －４．５０６ １．１９２ －９．２１０－２．１１２

中介变量 ｌｎＥｒａ ２７０ ０．４４２ ０．２６３ ０．０１８ １．３９１

表３　基准回归结果

（１） （２） （３）
变量 ＯＬＳ ＦＥ ＦＥ

ｌｎＣｅ ｌｎＣｅ ｌｎＣｅ

ｌｎＤｉｇｅ －１２．４８６ －９．２６３ －７．９５０

（－２．１０） （－３．４９） （－３．２９）

ｌｎｐｏｐｕ ２４．１０６ ４４．４０８ ４０．５６４

（６．８２） （２．４６） （１．８０）

ｌｎｕｒ ８６．０４９ １９．０８６ ６．２４０
（３．８９） （１．１３） （０．３９）

ｌｎｉｓ －２８．７９４ －０．７７１ ３．８９１
（－５．３４） （－０．１５） （０．５５）

ｌｎｇｏｖｅｒｎ
６．５５１ －５．３６４ －２．４４２
（０．７５） （－１．１２） （－０．４０）

ｌｎｆｄｉ －２．４７０ ０．０５１ ０．２６６
（－１．７７） （０．０８） （０．４２）

Ｃｏｎｓｔａｎｔ ３２．７２９ －３４．８７３ －２９．７０５
（１．７１） （－１．１７） （－０．８８）

Ｒ２ ０．２６９ ０．１９２ ０．２１７
Ｎ ２７０ ２７０ ２７０

个体效应 ｎｏ ｙｅｓ ｙｅｓ
时间效应 ｎｏ ｎｏ ｙｅｓ
　　注：括号内为 ｔ值，表示 ｐ＜０．０１，表示 ｐ＜
０．０５，表示ｐ＜０．１，下同。

字经济发展指数每增加１％，就会促使碳排放

量平均减少７．９５％，这说明数字经济的发展在

一定程度上抑制了区域碳排放的增长，从而印

证了假设１。

在控制双向固定效应后，样本数据回归结

果显示人口规模的系数为正，且在１０％水平上

显著，表明人口数量与区域碳排放间存在显著

正相关。城镇化水平、产业结构、政府关注度、

对外开放程度的系数分别为 ６．２４０、３．８９１、

－２．４４２、０．２６６，尽管系数在统计检验方面并不

显著，但系数的符号符合经济意义，如城镇化水

平、产业结构、对外开放程度对碳排放均显示出

正向推动作用，结合当下我国许多城市处于加

速城镇化进程、调整产业结构的发展背景，上述

控制变量的正向边际效应符合环境库兹涅茨曲

线，即在经济发展初期各控制变量与碳排放呈

现协同增长趋势。政府关注度对碳排放存在负

向边际效应，表明政府支出占比越高，用于公共

政策的资源越多，环境规制的效果也就越好。

２．稳健性检验

替换被解释变量，以碳排放强度（碳排放

总量与国内生产总值的比值）作为被解释变量

进行稳健性检验，检验结果见表４。由表４（１）

列的结果可知，在替换被解释变量后，数字经济

发展指数的回归系数在１％水平上显著为负。

这表明，即使在替换被解释变量的情况下，数字

经济抑制碳排放的结论依然成立。

表４　稳健性检验结果

（１） （２） （３） （４）
变量 ＦＥ ＦＥ ＦＥ ＦＥ

ｌｎＣｅｉ ｐｃａ ｅｎｖｉｒ ｗｉｎｓｏｒ

ｌｎＤｉｇｅ －９．２６２ －８．０５９ －７．９１９

（－３．４９） （－３．３６） （－２．８８）

Ｄｉｇｅ －１．６９

（－１．８９）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个体效应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时间效应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０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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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替换核心解释变量，表４（２）列展示了以主

成分法构建的数字经济发展指标作为核心变量

的回归结果，可见数字经济发展指数仍然在

１０％的水平上显著。

加入可能遗漏变量，环境规制政策对区域

碳排放存在限制作用，一方面环境规制限制了

碳排放总量，另一方面环境规制间接加速了产

业转型。因此，将环境规制当作可能遗漏变量

纳入稳健性检验。其中，基于我国各省份的

“三废”排放量并使用熵值法计算得出环境规

制指数。表４（３）列显示，核心解释变量在加入

可能遗漏变量后依然显著。

对控制变量进行缩尾处理：对所有的控制

变量进行上下１％的双边缩尾处理，减少控制

变量中的异常值。控制变量缩尾的回归结果见

表４（４）列，可知数字经济发展指数的回归系数

仍然显著为负。

综上所述，数字经济发展对碳排放的抑制

作用存在稳健性。

３．异质性检验

基准回归结果表明数字经济发展总体上有

利于抑制区域碳排放，那么这种抑制效应在不

同区域间是否具有普适性呢？国内资源输出、

能源密集型产业多集中于东北与中西部省份，

如东北老工业区的黑吉辽、淮河工业带的安徽

和煤炭输出大省山西。中部地区的工业基地以

表５　区域异质性检验结果

（１） （２） （３）
变量 ｌｎＣｅ ｌｎＣｅ ｌｎＣｅ

东部 中部 西部

１．ｌｎＤｉｇｅ
－４．９４６
（－１．０８）

２．ｌｎＤｉｇｅ －１５．１９６

（－３．５３）

３．ｌｎＤｉｇｅ －８．５１６

（－２．９１）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个体效应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时间效应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加工生产为主，西部地区则以资源输出为主，而

东部地区则聚集了大量的高新技术产业和对外

贸易产业。针对区域经济存在显著差异的特

点，本文依照国家行政区划对东部、中部、西部

进行划分，采用面板数据变系数模型进一步探

索数字经济对碳排放抑制效应的区域异质性。

区域异质性检验结果见表５，其中“１”代表东

部，“２”代表中部，“３”代表西部，结果显示数字

经济发展对东中西部地区的碳排放均有抑制作

用，并且中西部的抑制效应显著于东部地区。

相较于东部沿海省份，中西部地区大多属

于资源输出基地，其经济对于传统资源如煤炭、

石油、天然气的依赖度较高。相关研究发现全

要素能源效率在能源禀赋相对丰裕的地区反而

比较低，而导致这一现象的重要原因在于市场

分割造成的地区间资源配置的扭曲阻碍了规模

经济的形成。因此，加快市场化改革，提高市场

配置资源的比重，强化政府对能源资源配置的

监管是改善中国当前能源效率偏低的重要手

段［３５］。数字经济发展过程中不断流动的数据

资源帮助打破了市场信息的不对称性，尤其在

区块链等相关技术的加持下，要素配置过程变

得更加透明［３６］，能够推动能源要素配置效率的

提升，从而对降低碳排放产生积极影响。

除区域差异外，本文还探讨了数字经济在

不同碳排放量下抑制作用的强度差异。为此，

采用分位数回归分析法探究数字经济在不同碳

排放量水平下对碳排放的抑制作用。本文选取

０．３、０．５、０．７和０．９这４个分位数水平，回归

表６　分位数回归结果

变量 （Ｑ３０） （Ｑ５０） （Ｑ７０） （Ｑ９０）
ｌｎＣｅ ｌｎＣｅ ｌｎＣｅ ｌｎＣｅ

ｌｎＤｉｇｅ ８．８３８ ２．１４２ －１１．３３０－１３．８６０

（４．９７） （１．８０） （－８．４３） （－１０．３４）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个体效应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时间效应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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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见表６，整体而言，碳排放量越大，数字经

济对其抑制的作用也越大。

　　四、进一步研究

　　１．中介效应检验

为进一步探究数字经济发展对碳排放的抑

制效应，本文在前文理论分析的基础上将资源

配置效率作为中介变量，采用传统中介效应三

步法进行检验分析。中介效应回归结果见表７。

由表７可知，数字经济发展指数对资源配置效

率的回归系数为０．０８７且通过了５％水平下的

显著性检验，说明数字经济发展对资源配置效

率存在正向边际效应，一定程度上验证了数字

经济发展对资源配置效率的提升作用。表 ７

（３）列中数字经济发展指数和资源配置效率显

著的负值回归系数表明数字经济发展和资源配

置效率对碳排放均产生了负向的边际效应。综

上，样本数据通过了三阶段中介效应检验，表明

优化资源配置效率是数字经济发展促进碳排放

减少的一个潜在传导路径。

２．门槛效应检验

为深入探究数字经济与区域碳排放之间的

关联，参考Ｅ．Ｂ．Ｈａｎｓｅｎ［３７］的做法，本文基于自

助法（Ｂｏｏｔｓｔｒａｐ）对数据反复抽样３００次进行面

表７　中介效应回归结果

（１） （２） （３）

变量
ＦＥ ＦＥ ＦＥ

ｌｎＣｅ ｌｎＥｒａ ｌｎＣｅ

ｌｎＤｉｇｅ －７．９５０ ０．０８７ －７．２００

（－３．２９） （２．０５） （－３．１３）

ｌｎＥｒａ －２０．０７５

（－２．６９）

Ｃｏｎｓｔａｎｔ
－２９．７０５ ０．３４９ －４．１７９

（－０．８８） （２．５６） （－０．１５）

Ｒ２ ０．２０７ ０．７９０ ０．２５０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个体效应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时间效应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板门槛的存在性检验，门槛检验结果见表８，以

数字经济发展指数为门槛变量通过了双门槛检

验，面板双门槛回归结果见表９。由表９可知，

当数字经济发展指数未达到门槛值０．１４８时，数

字经济发展水平的回归系数为－９．１２９且显著为

负；当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处于０．１４８～０．３１５时，数

字经济对于区域碳排放的抑制作用下降到

１．５９１，依然显著为负；当数字经济发展水平高

于０．３１５时，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的回归系数变

为－０．３４５但不再显著。这表明随着数字经济

发展水平的提高并跨越门槛值，其对区域碳排

放的抑制效果逐渐衰减。这一结果印证了假设

３，同时与上文区域异质性的分析结果相照应，

即在数字经济发展相对滞后且高度依赖传统能

源的中西部地区，数字经济发展对区域碳排放

的抑制效果更好。

　　五、结论与建议

　　目前我国正处于经济转型重要时期，经济

效益与生态效益的平衡是转型期间面临的重大

挑战，数字经济不仅推动经济发展模式的变革，也

有助于促进“双碳”目标的达成。本文利用２０１３—

２０２１年３０个省份（不包括港、澳、台、西藏）的

面板数据对我国数字经济发展与区域碳排放的

内在关系进行分析，结果显示：数字经济发展对

表８　门槛检验结果

模型
第一

门槛值

第二

门槛值

Ｂｏｏｔｓｔｒａｐ
次数

Ｆ值 Ｐ值

双门槛 ０．１４８ ０．３１５ ３００ ２５．０１ ０．０５７

表９　面板双门槛回归结果

变量 系数 标准误 ｔ统计量 Ｐ值
Ｄｉｇｅ（Ｄｉｇｅ＜θ１） －９．１２９ ２．１０４ －４．３４ ０．０００
Ｄｉｇｅ（θ１≤Ｄｉｇｅ≤θ２）－１．５９１ ０．４４２ －３．６０ ０．０００
Ｄｉｇｅ（Ｄｉｇｅ＞θ２） －０．３４５ ０．３１９ －１．０８ ０．２８１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ｙｅｓ

个体效应 ｙｅｓ

时间效应 ｙｅｓ

·２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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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碳排放存在抑制效应。此外，综合考虑经

济效率与生态效率，本文选取资源配置效率作

为中介变量，运用三阶段中介效应模型验证了

优化资源配置效率是数字经济发展影响碳排放

的一个潜在机制。结合当下我国城市转型的背

景与区域数字经济发展状况各异的现实，对样

本数据使用门槛模型进行研究时发现：数字经

济在其发展水平较低的地区抑制碳排放的效果

更明显。根据以上研究结论，本文提出以下政

策建议。

其一，加强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本文研究

发现数字经济建设有助于抑制碳排放，数字经

济除能带来以往文献提到的经济效应外，还能

通过优化资源配置等方式带来环境效益，可为

加速数字产业化与产业数字化的发展提供新的

支持。因此，相关部门应进一步加强数字基础

设施建设，加快实体经济与数字经济融合，为早

日实现碳达峰贡献力量。

其二，坚持节能降耗。政府应积极引导能

源电力等传统工业园区企业进行产业结构优化

升级，利用数字技术优化资源配置，以较少的资

源能源消耗生产出高质量的产品，严格控制高

污染、高耗能、高排放企业入驻，大力发展绿色

低碳产业。

其三，采取因地制宜的政策措施，有针对性

地抑制碳排放，实现环境效率的显著提升。实

证结果表明数字经济发展在中西部地区对碳排

放的抑制效应更加明显，这意味着数字经济发

展在传统产业集中度更高的地区对碳排放的促

减效果更为突出。鉴于中西部地区整体数字基

础建设起步较晚、发展缓慢的特点，该地区在数

字经济发展带来的环境红利上具有更大的进步

空间。若政府适当将数字资源倾向于中西部地

区，中西部地区在环境问题上将实现大的跨越，

进而实现环境效益与经济效益的综合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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